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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梁仁志

(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
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
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
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
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
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
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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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on Huizhou Merchants’Characteristics of“Trading While Favoring Confucianism”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rchants and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ANG Ren － zhi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debate on Huizhou merchants’characteristics of“trading while favoring Confucianism”was due
to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favor Confucianism”and“worship Confucianism”，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orship Confucianism”was respect and esteem“Confucianism”，which was the common feature
of all social group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at was neither Huizhou merchants’characteristics，nor other regional busi-
ness group characteristics; “favor Confucianism”was the preferred“Confucianism”from the heart． Regarded“favoring Con-
fucianism”as Huizhou merchants’utilitarian choice in order to make deals couldn’t explain why other merchants hav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trading while favoring Confucianism”． Huizhou merchants’characteristics of“trading while favoring Confu-
cianism”was a result of the rise of favoring Confucianism and mercantilism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discus-
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king profits and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of all，define and distinguish the concept of“favor Confucianism”and“worship
Confucianism”; secondly，get rid of the purely commercial or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regional businessmen group and human behavior motivation; thirdly，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his-
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s; trading while favoring Confucianism; relationship between merchants and Confucianis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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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儒关系是明清思想史和商帮史研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论题，亦是了解儒学的传衍和世俗化发展、商人
的精神世界和商业伦理以及士商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前
提。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已有研究主要
围绕徽商展开①，或侧重考察儒家文化对商人经营及其
近代转型的影响等，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有必要对已
有研究进行适当梳理，以推动相关讨论的不断深入。

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张海鹏、唐力行在《论徽商“贾
而好儒”的特色》②一文( 以下简称《儒》文) 中明确提出
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特色后，“贾而好儒”渐成为徽学
和明清史研究中一个重要关键词。《明清徽商资料选
编》③一书专列“贾而好儒”一节，余英时等学者的相关
研究“多以该书中的事例为讨论对象”④。由于“贾而好
儒”一词生动地描绘了徽商与“儒”的关系，且相关史料颇
为丰富，徽商遂成为讨论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的主角。因
此，对徽商“贾而好儒”问题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学术界
对明清贾儒关系的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检讨徽商
“贾而好儒”特色的相关讨论出发，对明清贾儒关系问题
的研究提出一点思考。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贾而好儒”之本义

早在明万历年间，陈懿典就曾以“贾而好儒”一词来
描述徽商吴东丘:

吴文学干伯之谒余也，盖介友人钱中甫。余接其
人，魁然丈夫也。已读其文，又渊然苍然，匠心而好摹古
者。问其家世，曰系自新都璜源，父东丘徙居真州，文学
因成真州博士弟子。钱君之言曰，非独其子才也，其父
实贤。东丘虽用心计起家乎，其孝友自天性然。有庶弟
三人，念其翁老而怜幼子，尽让与美田宅，独取硗下者。

用忠信以行贵取贱出之术，从下贾渐成中贾，积至大贾，

江淮间诵义无穷，归之者如流水。而伯子又翩翩有文，

遍交诸名公先生，不徒用算笼物为富人容也者。今年东
丘公年六十，伯子遍丐诸名公先生诗若文为翁寿。若
曰:归寿堂上，出此卷，用当莱彩。欢钱君之言若此。夫
什一子母之道，其粗者仅鄙人之行，而精者往往为至人
所托，故计然、陶朱名在列仙。东丘陈义甚高，其中必非
仅仅握算者流;而其子寿亲，不以其珍进，而乞灵于诸先
生之篇章，必东丘素贾而好儒故也，余故乐冠以一言。

若夫翁年愈进，而文学且鹊起，所交诸名公先生益多，其
篇帙且什倍今日，则是在文学矣⑤。

这也是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四库全书》

全文检索系统等大型中文古籍数据库中检索“贾而好
儒”得到的最早一条文献。“新都”是徽州旧称，据道光
《休宁县志》载:璜源位于休宁“二十都……在县南”⑥。

宋何梦桂《潜斋集》称:“璜源，休阳溪山胜处也。君玉吴

氏世居之堂偏崇楼，非以蓄歌童贮舞女也，扁曰‘寿
庆’。”⑦《新安文献志》说: “吴氏之先，粤繇仲雍，世家
姑苏，克振厥宗。分居休宁，爰自五季。皓迁璜源，有衍
无替。”⑧《篁墩集》亦言: “吴硕之宽，世居休宁之璜源，

读书工琴，有声江湖间。”⑨可见，休宁璜源乃徽州吴氏
世居地之一，璜源吴氏贾儒皆显，人才辈出。吴东丘可
谓璜源吴氏徽商之代表。“东丘素贾而好儒”中之“贾而
好儒”，表达方式与涵义均与《儒》文基本相同。此外，叶
向高在万历年间刊印的《苍霞草》中也有福建福清商人
游某“隐于贾而好儒”瑏瑠的记载，但此处之“贾而好儒”并
非固定搭配。故我们或可推测，《陈学士先生初集》很可
能是“贾而好儒”这一固定词组的源头，徽商具有“贾而
好儒”特色观点的提出也可能受其影响。

由于“贾而好儒”一词早已有之，为我们从历史发展
脉络中梳理其本义提供了可能。对其本义的理解，关键
在揭示“好儒”的涵义。上引“东丘陈义甚高，其中必非
仅仅握算者流;而其子寿亲，不以其珍进，而乞灵于诸先
生之篇章，必东丘素贾而好儒故也”表明，徽商吴东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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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见，目前对贾儒关系的专题性研究论著主
要有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
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年版;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明清变迁时期的社会
与文化》，均载《余英时文集》第 3 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
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梁仁志: 《明清徽
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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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儒”是他本人对以诗文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或儒者风
雅生活的喜好。其实，在陈懿典用“贾而好儒”形容徽商
之前，程敏政就在明正德二年刊刻的《篁墩集》中用“商
而好儒”形容徽商了:

予尝过歙之溪南，见其山秀而水妍。其间土田沃
衍，园池宅榭占幽而择胜者，巷陌相望，盖吴氏世居之。

吴之彦曰世美，君尤以勤生植家、亢宗睦族著令闻于其
乡。时虽不及访君，然心识之甚久。迩者北归，道清源，

因识君之从弟以时及君之子本中，两人者率以乡人子弟
礼予，言温而貌恭，业商而好儒，有大家巨族之风矩。以
时尝得诗若干篇以寿君，请予序。盖诺之而未及
为也①。
“溪南”乃歙县丰南之俗称，《丰南志》载: “丰南，隶

歙之西乡，一称丰溪，俗称溪南，又称西溪南。崇山环
绕，丰水萦回，因处丰乐水之南而得名曰丰南。”②道光
《歙县志》载:其地位于歙县十六都五图③。清施闰章曾
言:“溪南吴，为歙著姓。”④徽商吴以时、吴本中“率以乡
人子弟礼”程敏政，“言温而貌恭，业商而好儒”，且“以
时尝得诗若干篇以寿”吴之彦。不难看出，以时、本中两
人之“好儒”是指他们对儒家文化及“儒行”的喜好。这
与吴东丘“好儒”的涵义基本一致。道光《重修胶州志》

中还有商人冷印乾“明末以贫隐于市井而好儒行”⑤的
记载，“好儒行”显然是指印乾本人对儒者行为方式的喜
好。除商人“好儒”外，《篁墩集》中还记载了沈翁“素医
而好儒，有方不自秘”⑥之事，“有方不自秘”是对沈翁
“好儒”行为的描述，强调沈翁大公无私、行医不忘践行
儒家道德。

由上可知，在传统文献中，“贾而好儒”之类的表达
多是强调商人本从对儒学、儒家文化或所谓“儒行”的喜
爱，徽商的“好儒”体现得尤为明显。理解这点，对我们
正确认识徽商的“贾而好儒”具有重要意义。

二、徽商“贾而好儒”特色之争的原因

尽管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特色的观点“日益得到史
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同”⑦，一些学者仍有不同看法。一
是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应是明清乃至近代
各个地域商人群体的共同特征。陈伟明专门讨论了明
清广州商人的“贾而好儒”⑧。张明富认为: “学界大多
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
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
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
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
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⑨董惠民等认为“贾
而好儒”也是近代湖州商人的特征瑏瑠。明旭提出: “‘贾
而好儒’是明代嘉靖、万历间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

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是明代徽商的固有
特征。”瑏瑡

二是一些学者尽管认同“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的
观点，但对“贾而好儒”表现形式的描述却与《儒》文不
尽相同。《儒》文认为:

徽州地处山区，剩余劳动力舍“从贾”与“业儒”，则
又别无谋生之路。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
下”。这些“从贾”和“业儒”的徽人，有的“先贾后儒”，

有的“先儒后贾”，还有的“亦儒亦贾”。……那末，徽人
在“张贾”获利之后，是怎样“张儒”求名的呢? 徽商之
家，多延师课子，这是徽商“张儒”的一个重要方式。
……徽州商人之所以如此急不可待的延师课子，是向往
子弟擢高第，登仕籍。……在徽商后代中以“业儒”而成
名者代不乏人。……在徽商中，有的人在“从贾”之前就
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
“蔼然有儒者气象”瑏瑢。

概言之，“先贾后儒”“先儒后贾”“亦儒亦贾”是徽
商“贾而好儒”的三个表现; “先贾后儒”并非指商人本
人先从商再读书，而是指徽商在经商获利之后“延师课
子”，培养子弟读书科举; “先儒后贾”与“亦儒亦贾”则
是指先读书后经商，或在经商的同时“好学不倦”。显
然，“先贾后儒”徽商的“好儒”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

601

安徽史学 201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程敏政: 《篁墩集》卷 30《序·寿吴君世美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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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至于其个人是否喜欢儒学或儒家文化反倒在其
次。而“先儒后贾”“亦儒亦贾”的徽商，爱好儒学或“儒
行”，并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儒学或儒家文
化多半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然而，将“先儒后贾”作为徽
商“贾而好儒”的第一个表现，却几乎成了许多研究者的
一致做法①。

王世华曾针对张明富的观点专文指出:“一，张明富
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
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
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
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
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

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
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
人的最大区别。”②毋庸置疑，“贾而好儒”特色指的是
徽商群体的特征。事实上，主流徽学研究者一直强调应
将“徽商”视作群体性名词，而非指某一徽州商人个
体③。无论晋商、广东商人、湖州商人，还是其他任何一
个传统地域商人群体，定然会有大量“好儒”商人个案存
在。但个案不能代替群体，就像我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在
徽商中找到“不好儒”的个案。明旭一面说“贾而好儒”
“不是明代徽商的固有特征”，一面却又连续发出“为什
么大批很难获得政治资源的中小徽商也跟盐筴大贾一
样作出同样的‘儒贾’式选择”，“‘贾而好儒’现象在徽
商以外的其他商人群体中虽偶有存在，但总体来讲为什
么却并不突出呢”④两个疑问，这种前后矛盾正表明其
可能将群体特色与个案特征混淆了。这也从反面坐实
了“贾而好儒”是徽商特色的观点。

此外，将“好儒”“崇儒”混为一谈，也是一些学者对
徽商“贾而好儒”有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据《辞海》解
释，“崇”有“尊重、推重”之意，“好”有“喜爱”之意⑤。

故“崇儒”与“好儒”的涵义有所区别。王世华就指出:
“‘崇儒’是一回事，它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好儒’

是另一回事，它反映了人们的实际行动。有的人‘崇
儒’，不见得一定‘好儒’……而‘好儒’者就不同了，好
儒者是所谓心动还有行动，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

‘儒’总是念念不忘的。”⑥“崇儒”作为汉武帝以降中国
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至科举盛行之后尤甚，是当时各
个社会群体普遍的主流价值取向。张明富等之所以否
认“贾而好儒”为徽商特色，根源就在于将“好儒”简单
地理解为“崇儒”⑦。《儒》文之不足也在未能明确地界
定“贾而好儒”，以致模糊了“好儒”与“崇儒”的区别。

明旭也指出:《儒》文“并没有对‘贾而好儒’下一个准确

定义，以致后来的讨论中出现了较大的争论。”⑧如《儒》

文中作为徽商“贾而好儒”的第一个表现，培养弟子“业

儒”的“先贾后儒”，显然是“崇儒”之举。若将“先贾后

儒”去掉，或将其仅仅理解为徽商本人先从商后“业儒”，

“经商”与“好儒”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如此，

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关于徽商“商而好儒”“贾而好儒”

的记载，就正好与同一时期文献中将徽商描述为“儒贾”

的观点一致了⑨。两者相印证，更进一步坐实了徽商
“亦贾亦儒”之“儒贾”品格及“贾而好儒”之商帮特色，

也更能完整地呈现出徽商是如何“贾名而儒行”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文发表的第二年，即 1985 年
7 月，张海鹏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对“贾

而好儒”表现的描述作了调整，指出: “徽商的一个重要

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

后儒’，或是‘亦贾亦儒’。”瑏瑠不再将“先贾后儒”作为第

一个表现。这种调整使得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更加

符合多数学者的一般理解，也与传统文献中对徽商“贾

而好儒”的描述更趋一致。

三、徽商“贾而好儒”之成因

徽商缘何“贾而好儒”? 这是理清明清徽商与“儒”

之间关系的一个较为根本性的问题。学者一般多从功

利性的视角加以解释。《儒》文说: “首先，徽州由于‘儒

学之盛’，因而在徽商中有许多人受过儒学教育。他们

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对开展商业活动是非常有利

701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⑨

瑏瑠

可参见梁仁志:《“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
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中国史研
究》2016 年第 2 期。

⑥王世华:《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
与张明富先生商榷》，《安徽史学》2004 年第 1 期。

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
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⑧明旭:《明代徽商“贾而好儒”现象的研究》，浙
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2、6—7，22 页。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93、1098页。
参见张明富: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明万历间，耿定向专门著《儒贾传》为徽商程豪、

程表兄弟扬名。明徽州人汪道昆也讨论了徽商中的“儒
贾”。参见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 16《传·儒贾
传》，明万历二十六年刘源卿刻本;汪道昆著，胡益民等
点校:《太函集》卷 29《传七首·范长君传》，黄山书社
2004 年版，第 638—639 页。

该“前言”署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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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次，‘业儒’出身的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多以
儒道经商。这是他们舍小利而谋大利，从而迅速起家的
一个‘奥妙’所在。”①王世华认为: “此处的‘儒’应指的
是读书，既有儒家经典，也包括其他的典籍文化，只要一
有时间就读书，从书中汲取各种智慧和营养。这是第
一;第二，正因为他们尝到了‘好儒’的甜头，所以一旦经
商致富有了条件以后，就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所谓‘有
功名教’是也。当然也包括重视功名仕进，鼓励子弟走
科举之路。第三，就是时时处处用儒家的思想指导自己
的行动，从而形成自己的职业道德。徽商就是这样的
‘好儒’者。”②余英时指出: “商人之所以对儒学发生严
肃的兴趣，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
商。”③明旭也认为:“只要我们认可 Alchian ( 1950) ‘实
现的正利润而非最大利润是成功和活力的标志’这一著
名论断，那么，对成功崛起于明代的徽商而言，观察者就
无法否认‘贾而好儒’选择所蕴含的功利价值。”④

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否认“商业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

水平”⑤。何炳棣也曾指出:“许多小商人因有机运就可
能在短期内致富，得到比若干自耕农或工匠更多的钱财
与悠闲安逸的生活，而且他们因职业的需要，一般都有
相当的文字底子，所以如果有上进心，也比农民与工匠
更有可能去求学。”⑥甚至我们也必须承认，徽商中肯定
有人甚至不在少数是基于功利的目的学习儒学或儒家
文化，甚至附庸风雅。但将“贾而好儒”简单笼统地理解
为徽商为商业经营进行的工具性选择，则恐失之偏颇。
“好”乃“喜爱”之意，包含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讲，出于功利性目的之附庸风雅行为就不能
视为“好儒”，而应视作“崇儒”。揆诸史实，一些徽商对
儒家文化及“儒行”确乎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如明代休
宁商人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
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
历如指诸掌。……晚乐林泉，或觞或咏，或棋或书，惟适
是安。”⑦歙县商人黄长寿，“商齐鲁间……性喜蓄书，每令
诸子讲习加订正，尤嗜考古迹，藏墨妙。与文人登高吊古，

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遗稿》，藏于
笥。”⑧汪志德“琴棋书画不离左右”，“晚乐林泉，或觞或咏，

或棋或书”，黄长寿“尤嗜考古迹”，恐怕就不能简单地用所
谓的“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⑨来解释了。

历史研究必须重视认识的全面性。一些研究者在
强调“业儒”或“好儒”在给予徽商经营的种种便利或优
势时，或许忽略了传统中国民间还有颇为流行的“书呆
子”“百无一用是书生”等说法。事实上，早在明代就有
徽州人对“贾而好儒”可能对商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感到忧虑，还善意地提醒过一位徽商的母亲:

富祥，字延实。…… ( 其子) 廷宾，早能成立，商游

吴、越、齐、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

诗名日起。人谓孺人曰: “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

将不利于商也。”孺人 ( 廷宾之母) 叹曰: “吾家世承商

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

道耶!”瑏瑠

“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

耶”之语则清楚表明，徽商王廷宾的“好儒”并非为了
“以儒道经商”或“以儒术饬贾事”。这位母亲的回答也

表明其意识到了“好儒”之举“不利于商”。《明清徽商

资料选编》也有因“好儒”而废“贾”事的例子:

公讳朴，字景文( 歙县人) 。父启南公，大父龙田公，

皆以文学世其家，名噪胶庠。幼颖异，即克继志事。早

罹母吕孺人艰，两尊人砚田不登，家日寝落，公未敢以饔

飨烦父祖忧，辄屏弃经生言，更修卓郑业。然终以儒贾

不肯事龌龊琐屑，较计锱铢，滋息日亦薄，赖伯兄善征

逐，家稍隆隆起。……虽读书未竟其志，亦岂可于贾人

中求之哉!瑏瑡

再如明末歙县徽商吴季常，“少娴公车言，游成均，

厌弃之……于是脱迹尘中，蹑身处上，凡人间俯仰、算筹

衡纵、抵质兼并以取赢，一切不闻不见，并付之不为。朋

松介石，抹月披风，三百枯棋，十千名酒，日与上客懿亲

游戏为乐。退则披古帙、蕴异香，清散逍遥，不知何者为

诽、为誉、为莞、为枯、为少、为老，几古之得道善忘者

矣。”瑏瑢他的这种“贾而好儒”显然不利于商业经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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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知，对部分徽商而言，“好儒”确乎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喜爱，并非出于为经商服务等功利性目的。

过于从功利性的视角解释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

使已有研究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相关结论也只能解释
部分徽商个案，而失去了普遍性意义。如明旭一面强调
“尽管明代徽商‘贾而好儒’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多因素
的，但其功利主义的一面是研究者所不能无视的。”一面
又指出:“‘贾而好儒’并不是一个低成本的行动，真正能
够从官商勾结中直接获利的徽商始终只占极小比
例。”①《儒》文及张明富等既论证了“好儒”或儒家文化
对明清商人商业经营的促进作用，又讨论了其不利影
响，那么到底哪种影响是主流呢? 均没有当然也不可能
给出明确答案。如果继续追问，既然徽商的“贾而好儒”

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其他商帮为何没有形成这一
特色呢? 显然，既有研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对徽商“贾而好儒”原因的讨论，除着眼功利
性视角外，更应回到徽州的历史现场去寻找答案。徽州
宋为新安郡，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说: “其人自昔特
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寖有文士。黄巢之乱，

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②万
历《歙志》载:“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朴少文、甘恬
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

夤缘进取。”③民国时期歙县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
说:“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
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徵、舒雅诸
前哲，悉著望一时，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
‘东南邹鲁’矣。”④可见，自唐宋时期开始，徽州文风日
益昌盛，元明时期已有“东南邹鲁”之誉。而徽商之盛自
明始，显然“以儒道经商”并非徽州“儒风独茂”⑤之根
源。康熙《黟县志》更言:“旧志云: 山限壤隔，民尚朴实，

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勤于山伐。”⑥这表明，在康熙以前
黟县人虽“不事商贾”，却已“读书力田”，更明确证伪了
徽州经商之风与读书之风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徽
商“贾而好儒”与其说是为了所谓的“以儒道经商”或
“以儒术饬贾事”，毋宁说是徽州“儒风独茂”、徽州人
“好儒”之风使然。这样的因果关系才更加符合逻辑。

如此，则理解了徽州文风昌盛与徽州人“好儒”之原因，

也就理解了徽商缘何“贾而好儒”。

一般将徽州“好儒”之风兴起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
是东晋以后北方世家大族不断南迁徽州所引起的向学
好儒之风的兴起; 二是徽州是朱熹阙里，推动了徽州人
向学兴学之风和学术的发达，即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
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
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⑦，“新安

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⑧。弘治《徽州府志》总结:

“唐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于此，益尚文雅，宋名臣辈
出，多为御史谏官者。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之
学，称为‘东南邹鲁’。”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点解释
只能说是“兴起时”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还应看到，在徽
商兴盛以后，徽商与“儒”的关系便发生了深刻变化: 徽
州人“好儒”带动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贾而好儒”和
商业成功推动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教育和文化发展资
金，推动了徽州文教发展和科第繁盛瑏瑠; 文教发展特别
是科第繁盛对徽州以及徽商商业经营所产生的积极影
响和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强化了徽州人的“好儒”“崇
儒”之风，徽商“贾而好儒”之特色愈发彰显。张海鹏就
敏锐地发现:“徽州的发展变化，固然与几百年来全国经
济、文化发展的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又
有其内在的动力。若问:这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呢? 从事
实来看，便是教育与徽商。”瑏瑡贾儒间的良性互动使徽州
人愈加重视服贾和业儒，并使其“成了徽人所从事的两
项主要职业。”瑏瑢汪道昆曾指出:“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
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

则其躬行彰彰矣!”瑏瑣“不儒则贾”竟成为徽州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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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贾、业儒之地位可见一斑。

综上，徽州唐宋以来渐渐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兴
起的重商之风相结合，“贾而好儒”的徽商应运而生。从
这个意义上讲，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形成既蕴含了历
史必然性，也蕴含了历史偶然性。明清徽州贾儒关系良
性互动的形成，又不断强化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使
“儒贾”形象渐为时人称道。

余 论

史学研究常常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种果必然由一
种或几种因所致。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在《历史是
什么?》一书中就说: “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

究”，“历史学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称。”①由此，根据结果
反推原因便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套路。然而，这种研究
套路存在的局限或风险却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因为
“因”既包括历史必然性之“因”，也包括历史偶然性之
“因”。前者容易发现，而后者却不易见。即使是必然
性，我们也很难发现完全，总不免有所遗漏。英国学者
波特兰·罗素曾说: “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使我们进
一步远离那粗糙的一致性，这种进步首先使人注意到前
提和后果之间更大的差异性，并且使人注意到被认为是

相关的前提因素在不断扩展着更大的范围。”②其结果，

我们所揭示的“因”常常是不全面的，且几乎都是必然性
之因。对明清贾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就存在过于
强调历史必然性而忽视历史偶然性的问题，这样的研究
难免给人一种“意犹未尽”和“后见之明”之感，而且它
通常无法回答这样一个追问:同样的“因”为何结不出同
样的“果”? 就像一些研究者不断强调的“以儒道经商”

或“以儒术饬贾事”造就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一
样，那么它们为何不能推动其他商帮形成“贾而好儒”的
特色呢? 其实对徽商兴起原因的考察也存在同样问题:

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无疑是其必然因素，但为何
具有相似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其他地域却未孕育出
如徽商一样的大商帮呢? 从这个角度说，弄清徽商兴起
的历史偶然性，甚至比弄清历史必然性更有价值。因
为，历史必然性只是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难

以包揽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原因的全部，当所有的必要
条件都具备时，历史偶然性因素反倒可以发挥无可替代
的作用。

在讨论明清贾儒关系问题时，一些学者往往过于强
调商人的特殊性，从而使相关讨论难以接近历史真相。

如对徽商“贾而好儒”兴起原因的考察，如果将徽商视作
徽州人之一部分，则了解了徽州人“好儒”之风的形成，

便很容易明白徽商“好儒”的原因。但已有研究却过于
纠结作为“商人”的徽商“好儒”的原因，故在“商”字上
苦下功夫，其结论遂不免偏离真相，或即使触碰到了答
案，也只是其一部分。强调徽商“贾而好儒”的功利性目
的是大多数论者的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容易导
致忽略或漠视商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内心喜好，以及因
身份的模糊性所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内心世界复
杂性的问题。

因此，要想对明清贾儒关系有更加清晰地认识和准
确地判断，我们必须对“好儒”“崇儒”等概念做出明确
界定和区分;还必须跳出纯粹的商人或功利性视角，关
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
性。当然，还有尤为重要的一点，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

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科
举革废与清末民初乡村教师群体转型———以徽
州为中心的考察”( COA120171 ) 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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